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４２（４）：８２～８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历史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９

作者简介：刘力超 （１９９０—），男，湖北武汉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研究。

丁日昌督译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成书考略

———兼论清末洋务运动中的译书风潮

刘力超

（云南大学 历史与档案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要：著名洋务大臣丁日昌督译的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一书，由他人翻译再经丁氏整理而成，流传的

刻本众多。其原作者法国人弗朗西斯·安邺，于１８６６年率领一支规模庞大、装备精良的探险队探索湄公

河航路，以期开辟往中国腹地的商路。但勘探结果证明湄公河不适通航。勘探结束后安邺将见闻著述成

书，名噪一时。该书的翻译过程反映出清末洋务运动译书成风，并将翻译西方书籍视为富国强兵的重要

措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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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８６０年以后，大清帝国历经两次鸦片战争，
国门洞开。西方各类探险家紧随传教士纷至沓来，

希望揭开东方帝国的神秘面纱。其中法国探险家弗

朗西斯·安邺在探索湄公河航路后所著 Ｖｏｙａｇｅ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１］一书于１８７３年在法国巴
黎出版，轰动一时。两年后，此书被著名洋务大臣

丁日昌命人翻译为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并多次

刊刻出版。

前人涉及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的研究集中

于四个方向：一是清末中法关系研究，安邺作为法

属印度支那政府的重要官员，此书是其代表作，与

安邺相关研究中必会介绍此书，但学界对安邺生平

研究多集中于他在中法战争中的活动，对此书往往

一笔带过；二是清末外国人对华研究著述，此书作



为外国人对华研究的较早著述，时有介绍，但相比

于其他常年旅居中国的外国人的著述，此书又显代

表性不足，故少有深入研究；三是有关云南史地研

究，此书作为一部地理学著作，在各类云南书目中

多有收录，但因其成书较早，内容错讹较多，故并

不引人注目；四是丁日昌藏书研究，《柬埔寨以北

探路记》由丁氏主持翻译，是丁氏藏书中西学书

籍的代表之一，但此书又未收录于 《持静斋书目》

和 《百兰山馆藏书目录》，故对丁氏藏书研究亦鲜

少涉及此书。综合而言，安邺探索湄公河航路的历

史前人虽有所研究，但流于介绍，少有对其影响的

深入考察。

然而，《柬埔寨以北探路记》无论是成书还是

译书，其过程都颇具传奇。此书的成书过程反映出

１９世纪中叶西方探险者在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下
对中华帝国产生的极大的好奇与探索欲，而此书的

翻译则是中国传统士人在面对 “此三千余年一大

变局”［２］之时，为开展洋务而不得不采取的应变措

施。由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成书经过，可管窥

清末译书风潮。

一、《柬埔寨以北探路记》成书的历史背景

１８４０年和１８５６年，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
大清帝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人不仅

可在通商口岸自由居住，而且到内陆各省传教、通

商、游历也合法化。中方领事裁判权的丧失，更是

给西方探险者上了一道护身符。西方人对中国内陆

的大规模探索就此拉开序幕。

在东南亚，英国于１８８５年的第三次侵缅战争
中，鲸吞缅甸。同时，为了与英国进行殖民竞争，

法国也派出大量商人、传教士和军队进入中南半

岛，并逐渐控制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地区。

１８８７年，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正式建立，英法两国
在东南亚的殖民争夺日益激烈。随着与云南毗邻的

东南亚地区相继沦为英法殖民地，英法两国开始竞

相派出各种探险队和考察团深入中国腹地进行考

察，以期开辟更为广阔的中国内地市场。英国人在

１８６８年以前曾先后从印度和缅甸派出了八支探险
队， “但这种打算大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３］。

这些探险队不是由于道路险阻和土著居民反抗而被

迫折回，就是因为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切断道路

而无法前进。在云南的回民起义被镇压后，英国又

派出柏朗探险队由缅甸进入云南，并派英国驻华使

馆翻译马嘉理从北京南下接应，结果在滇缅边境被

当地居民打死，是为 “马嘉理案”或称 “滇案”。

同一时期，为了与英国在印缅地区的势力相抗

衡，法国着力经营中南半岛，派出的传教士、探险

队、考察团等亦不在少数。邵循正先生在 《中法

越南关系始末》一书中论及法国的殖民计划时写

道，“法既全有下交?地，渐注意澜沧江之航路，

谋入滇境，吸收中国西南诸省之商业，以支那交?

为其尾闾。计划甚大。”［４］３１湄公河下游地区大多处

于法国势力范围内，该河流经的地域广阔、人口众

多，且可通往中国，如能独辟蹊径借湄公河航路进

入中国西南，无疑对法国开拓中国市场是十分有利

的。因此，为了不让英国捷足先登打通进入中国西

南部的商道，法国对湄公河探险有着强烈的驱动

力。在法国的各支探险队中时间较早且影响最大的

当属１８６６年法属交趾支那政府派出的 “湄公河探

险队”。该探险队由法国护卫舰舰长杜达尔·德·

拉格雷 （ＤｏｕｄａｒｔｄｅＬａｇｒｅｅ）和海军军官弗朗西
斯·安邺 （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ａｍｉｅｒ）率领，考察历时两年。
拉格雷于考察途中病逝，最后考察结果由安邺写成

Ｖｏｙａｇｅ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一书，于１８７３年
在巴黎出版。

二、作者弗朗西斯·安邺生平

作者弗朗西斯·安邺全名马利·约瑟夫·弗朗

西斯·安邺 （ＭａｒｉｅＪｏｓｅｐｈＦｒａｎｃｉｓＧａｒｎｉｅｒ），在法
国吞并越南过程中一直是风云人物，受多方关注。

他的译名除安邺外还有加尼埃、加尼耶或晃西士加

尼等不一而足，另有越南名雅克·尼 （ＮｇａｃＮｈｉ）。
１８３９年７月２５日，安邺生于法国卢瓦尔省圣

艾蒂安 （ＳａｉｎｔＥｔｉｅｎｎｅ），１８５６年进入布雷斯特海
军学校，后来进入法国海军。１８６０年参加法国对
远东地区的侵略战争，在赴中国的法国军舰当旗

手。之后，他从海军上将伦纳德·维克托·夏纳

（ＬｅｏｎａｒｄＶｉｃｔｏｒＣｈａｒｎｅｒ）那儿获得了一个职位。
１８６２年，被任命为南圻地区的地方事务检察官，
１８６３年任堤岸 （Ｃｈｏｌｏｎ，越南南部城市）市长。

在安邺的建议下，法属印度支那政府决定派一

支探险队探索湄公河流域。１８６６年６月，安邺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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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险队从越南西贡 （今胡志明市）出发，溯湄公

河而上进入中国考察。他穿越中国西南地区，最终

于１８６８年６月从上海返回西贡，再返回法国。返
抵法国后，安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这次湄公河探险

活动的文章，并出版 Ｖｏｙａｇｅ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Ｉｎｄｏ
Ｃｈｉｎｅ一书。１８７０年，因其成就获得英国皇家地理
学会的金质奖章。同时参加了普法战争，在围攻巴

黎期间，安邺担任第八区海军上将的主要参谋。

之后，安邺返回越南，并于１８７３年再次进入
中国，溯长江而上进行考察。该年９月，法军进逼
北越地区，要求开放红河通航，遭拒。法国交趾支

那总督杜白蕾遂召回安邺。安邺率兵于该年１１月
占领河内、海阳等地，进而滋扰红河三角洲地区。

刘永福率领蛰伏于中越边境的黑旗军，应越南政府

请求抗击法军。１２月２１日，刘永福率军于河内城
郊的纸桥设伏，安邺因轻敌仅率十余名法军士兵出

城追击佯败的越军，陷入黑旗军的埋伏。此役，

“一战而斩安邺”［５］２。同日，安邺的无头尸身被找

回，后葬于西贡。

三、湄公河探险队的考察经过和结果

由安邺发起的湄公河探险队得到当时法属交趾

支那政府的大力支持。安邺因为过于年轻，法国海

军军官杜达尔·德·拉格雷被任命为队长，安邺任

副队长。时任法属交趾支那总督的皮埃尔·德·

拉·格朗迪埃尔 （ＰｉｅｒｒｅｄｅｌａＧｒａｎｄｉèｒｅ）亲自与队
长德·拉格雷共同制定了探险队的勘探计划，并置

于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第一卷中，称为 《派员

游探各章程》。《章程》就整支探险队的人员配备、

分工职责、勘察目标、通商战略乃至于考察结束后

相关著述刊刻时的审核流程都进行了逐一阐述，法

国殖民政府对此次探险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章

程》在此次勘探的任务中写道 “深入详探，愈远

愈好，先溯干流，必及其源，次究沿途各方门

户”［６］４１－４２。最终目标是 “使腹里商务贯通于柬、

安两国。”［６］３８－３９探险队日常的武器发放与维护、收

支统计、士兵轮班值守、探险队的信息保密等方面

《章程》亦一一做了规定。不仅如此，从人员分工

来看，探险队随队还配备有众多学者，如熟悉本土

人情世故的特拉巴尔脱，精通地理学的二等医士舒

裴，精通植物学的三等医士到来尔，熟谙外交事宜

的特格尔乃，精通泰语和越南语的法国人帅根。此

外还有作为翻译的柬埔寨人阿来克西斯凹姆以及法

国、安南和菲律宾的护卫、水手等。［６］３８－３９相比于

同时期的其他探险队，这支 “湄公河探险队”的

规模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了。

１８６６年６月 ５日，安邺一行从西贡出发，随
行携带大量食物、测量仪器、礼物并全副武装溯湄

公河而上。抵达柬埔寨后因为要等待暹罗的护照，

探险队在吴哥停留考察了一段时间，用以研究吴哥

遗址及当地人民的情况。之后抵达万象城遗址。７
月７日，自万象启行，途中因炮轮年久锈蚀，不敢
冒险北溯，于是返回西贡，易民船前进。历经艰

辛，于次年 ４月 ２８日，始至琅勃拉邦 （南掌国

都）憩息，在此地探险队得知英国人同样在勘查

进入中国的道路，并已到过此地。当地国王还警告

探险队，因云南境内的回民起义，路途十分危险，

最好不要再向前走。但探险队还是决定继续溯湄公

河而上。

由琅勃拉邦进入中国有三条路可行，其一乃溯

澜沧江而上，路远且涉及缅甸辖区，探险队因无缅

甸护照，可能受到阻拦；其二乃沿湄公河支流往北

行，直达云南省边境，此路虽近，但与澜沧江渐行

渐远；其三则是穿过越南北部，直抵中国广西，此

路最易行走。德·拉格雷偏重第二条路，安邺则极

力主张第一条，并说 “不历全江，不抵源头，终

违本旨”［６］３０２。德·拉格雷犹豫再三，最终也决定

走第一条路。

１８６７年１０月 １２日，探险队抵达中国云南边
境隘口，此后一路所见渐似中国景象。探险队于

１０月１８日下午抵达思茅，第二天探险队成员盛装
拜访思茅地方官员，得知六个月前当地已知他们将

要到来，曾遣人远接，但没有接到。德·拉格雷还

得知湄公河 （今澜沧江）上游的大理地区，当时

正被杜文秀领导的回民军队占领，因此在思茅逗留

十余日稍作休整。１０月２９日，探险队离开思茅，
改道东行，先进行元江流域的勘查。１１月１日抵
普洱，之后又途径墨江、元江、建水、石屏、通海

等地，１２月２０日离开江川，次日抵晋宁，２２日宿
于呈贡，２３日最终到达昆明。途中部分探险队员
曾分别离开，前往他处考察矿产分布和元江上游地

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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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昆明的法国传教士遇到这支探险队后对其不

畏艰险、千里而来的精神赞颂不已。在昆明期间，

探险队拜见了代理云贵总督篆务宋延春和提督马如

龙。探险队因资金匮乏向马如龙提出商借旅费，马

如龙慨然允诺，并约定 “俟到通商口岸，请将军

器作价以偿。”［６］４７５由于回民起义军据有大理，并与

清军在滇西交战，探险队决定绕道先进入四川探查

金沙江，再折回西面到大理、丽江等地勘探澜沧

江。为进入大理，德·拉格雷希望在昆明的回民老

爹马德新能为其写一封介绍信。安邺遂以请教天文

学为名拜见马德新，对马德新的试探之题以书面作

答，请求当面赐教。之后探险队又为马德新装配好

了一架天文望远镜，并向其述说考察澜沧江一路上

的艰辛，马德新大为感动，给探险队发汉文凭证一

张前往大理。昆明官方也颁发路照一份，但仅允许

他们经会泽、昭通至长江，然后前往上海。

１８６８年元月８日，探险队离开昆明，１２日发
现德·拉格雷感染疟疾，于是安邺代行领队职责。

随后，部分探险队员留在东川府陪护德·拉格雷。

安邺为竟全功，不顾昆明官方的路照，带领大部分

队员于元月３０日从东川府向西北方向出发，３１日
渡过金沙江到达四川会理，２月７日离开会理返回
云南，此路极其难行。最终在一位教士帮助下，经

白盐井、宾川到达洱源，并找到当地天主教神父勒

格尔先。２月２９日，探险队在神父陪同下于下午
两点到达上关，但被当地守军阻拦，云 “非回王

之谕，不得放行”［６］５０８，于是探险队只得居于城外。

随后，特拉巴尔脱攀登至城外高地测绘洱海之景，

引起众人围观。四点收到大理回信，探险队获准入

城。探险队在十名士兵的护送下于３月２日进入大
理，围观者众多。此后，探险队先后受到多名军官

盘问，第二日神父获准觐见 “回王”，但探险队的

觐见请求遭到回绝。神父返回后转述杜文秀的话

“法国意欲尽占澜沧江及中国之地，惟我所辖之

地，决不能窥我尺寸……尔等绘我山川，安能强

占。作速回国，勿扰我境。”［６］５１２在勒格尔先神父的

劝说下，３月４日探险队不得不离开大理。次日，
经过上关时又遭守军阻拦，探险队一番虚与委蛇后

与神父返回教堂，随后勒格尔先神父因担心回军报

复，遂弃教堂随队逃往叙州寻求教会庇护。３月２１
日，探险队在返回东川途中，从往来士兵口中得到

德·拉格雷已经病故的确切消息。４月２日，收到
舒裴的东川来信，言总办已于３月１２日病逝，埋
葬于城东南庙园，并为其立一石碑。４月３日，探
险队返抵东川，安邺决定带上德·拉格雷的遗体返

回，遂挖开坟墓携棺前行。４月１２日抵昭通，从
此地坐船，５月 ８日到叙州，５月 １３日到重庆。
１８６８年６月５日抵汉口，６月１２日抵上海，最终
于６月２９日抵达西贡。

经过这次探险，安邺向法属交趾支那政府呈交

报告，证明湄公河不适于通航，并指出由东南亚进

入中国的贸易孔道应为红河航道。法属交趾支那政

府遂将注意力移至河内方向。

湄公河探险队虽最终没有探查到澜沧江源头，

却 “一为证明澜沧江之不适于航行。又其一则证

实红江为华越交通之要道”［４］３５，证实了从西贡出

发的湄公河航路不适于通航，并提出了红河水路才

是通往云南的捷径。探险队探索的重点区域除中国

云南外，对湄公河流域的古迹尤其是吴哥窟的考察

同样轰动了当时的西方世界。考察内容更是项目繁

多，如所到之处的经纬度、日常气温、矿产分布、

山势河流、动植物资源、道路里程、民族民俗、古

迹遗址、农牧业生产以及各种产品价格等等不一而

足。安邺虽是一个殖民主义者，其考察目的服务于

法属交趾支那政府的殖民扩张，但不得不承认他同

时 “也是一个地理学家”［７］。

四、《柬埔寨以北探路记》之翻译与版本源流

（一）持静斋藏书与译书

丁日昌是晚清洋务名臣，与朱学勤、袁芳瑛同

为咸丰三大藏书家。其藏书楼名为 “持静斋”，亦

称 “百兰山馆”。丁日昌之 “留心西人秘巧”［８］，

即接触西学，大约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这时

清政府南有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北有英法联军进攻

天津，可谓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广东作为当时英

法侵华的主要战场之一，在战争中惨遭蹂躏，战后

更是割地赔款的直接承受地区，因而被迫向西方开

放。虽然丧权辱国，却也使粤省的传统士大夫们最

早睁眼看世界。身为广东人的丁日昌，思想上也由

传统的 “经世致用”，转向留心西学，并希望从中

找到 “富国强兵”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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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身接受洋务思想之外，丁日昌也注意与开

明知识分子结交，其中许多人亦是较早接受西学思

想之人。如晚清思想家 “天南遁叟”王韬以及与

王韬合译 《火器说略》的黄胜①，都与丁日昌交情

匪浅。出于 “苟得夷人之秘而演习之，精益求精，

则今日固可以勘内乱，即他日亦可以壮外防”［９］８７６

的目的，丁日昌在收藏书籍的同时，亦注意命人翻

译西人书籍。１８７１年３月，丁日昌因营葬其母而
回到家乡，此后守制期间，他将主要精力用于读书

与著述。期间，丁日昌的著述 《枪炮图说》《地球

图说》等均延请闽人王锦堂、黄春波 “逐条翻

译”，而后由他亲自编辑成书。因此其命人翻译的

西文书籍往往称为 “持静斋翻译本”，而署名作者

通常是 “丁日昌督译”。

（二）《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版本考证

安邺所著 Ｖｏｙａｇｅ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一
书于１８７３年在巴黎出版，而丁日昌督译的 《柬

埔寨以北探路记》早至清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年）

即有刊刻本，故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一书必翻

译于１８７３年至１８７５年之间。而此一时期正是丁
日昌为母守孝之时，许多 “持静斋翻译本”都是

他在这一时期请人翻译后自己再编订而成。同

时，丁日昌虽避居乡间，却对时局变化十分关

注，１８７３年，法国再次侵越，威胁中国西南边
疆，丁日昌就在致李鸿章的信里惊呼： “时局日

坏一日，习气日深一日。顷闻安南又为法兵所

攻，据其地十分之六，日本亦阴蓄狡谋，伺衅而

动。”［９］９２５因此，在时间上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

译于此期间也是合情合理。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译完后曾多次刊印出

版，亦或为人手抄传看，广为流传。以当时中国

国力而言，能翻译的西文书籍本就不多，因此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一书无论哪种刊印本，其

原本应当只有 “持静斋翻译本”一种，故而各版

本中内容除刊印错漏外几无差别。笔者就能查找

到现存的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各种版本列表如

下 （见表１）：

表１　 现存的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各种版本

书名 作者 版本 藏馆／丛书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十五卷 （法国）晃西士加尼 清光绪元年 （１８７５）味经刊书处刻本 陕西省图书馆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十五卷 （法国）晃西士加尼 清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铅印本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民族图书馆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十五卷 （法国）晃西士加尼 清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铅印本 首都图书馆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十五卷 （法国）晃西士加尼 清代书法家李文田手抄本 台湾图书馆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十五卷 （法国）晃西士加尼 台湾华文书局出版 （１９６９）影印本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十五卷 （法国）晃西士加尼 台湾广文书局出版 （１９７８）影印本

　 　注：表中信息笔者通过网络查阅各大图书馆书目信息所得。

　　该书于光绪年间多次出版，“味经刊书处”乃
是一民间出资成立出版机构，其 《柬埔寨以北探

路记》刻本当也是民间自行出资刊印而来。“光绪

十年 （１８８４年）铅印本”应当是影响最大也最广
为流传的一个版本，《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也收有

此书，名为 《探路记》，记载为光绪十年上海书局

排印。［１０］由徐维则辑，顾燮光补辑的 《增版东西学

书录》亦收有此书，载为 “同文馆本”，此处同文

馆当指的是上海同文馆，其版本亦应当是 “光绪

十年本”［１１］。“光绪十六年 （１８９０年）铅印本”据
记载为秦华楼居士抄校付排。［１２］而清代翰林及书法

家李文田的手抄本则在 《序》中明确记载了抄写

此书的过程，清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年）八月，李文
田 “往游潮郡，寓揭阳薭园中”，观其所藏。丁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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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出示未载于目录之书，其中有西人著述的翻译，

其一即此书。李文田后曾请丁日昌刊之以遗同好，

因丁氏去世，未能如愿。后丁氏子惠衡始钞一部，

于是李文田得以传抄。首册书衣左侧书名下还有题

字两行曰：“持静斋翻译本钞出”（见图１）。

图１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李文田手抄本

目前通常见到的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均是

华文书局或广文书局的影印本，两者影印的都是光

绪十年铅印本，只不过前者分为两册，后者分为四

册，除此以外两个影印本在内容上一字不差。

（三）《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的实际译者

各版本的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均署名为

“（法）晃西士加尼撰”，译者则是 “丁日昌督

译”。丁日昌本人并不通晓外语，更遑论译书，而

“持静斋翻译本”中较著名的 《枪炮图说》 《地球

图说》与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大致在同一时间

翻译成书，因此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应当也是

请人翻译后再由丁日昌编订整理而成，如此署名为

“丁日昌督译”才具有说服力。在 《中国近代史资

料丛刊·中法战争 （一）》中，亦有评论： “编者

附言按此书为丁日昌请人所译。译者对中外地理似

皆不甚熟悉，故若干地名皆按法文音译，致令读者

一见茫然。如西贡或柴棍之译为 ‘帅冈’，顺化之

译为 ‘许爱’，……，如 ‘启罗’之译为 ‘记

牢’，则属译音无定字，尚不足怪也。”［５］４６０由此观

之，与丁日昌交情匪浅而通晓洋文的名士，如王

韬、黄胜，当不会是此书译者。而在丁日昌守孝期

间延请的闽人王锦堂、黄春波等人为惯常翻译之

辈，亦不至于对中外地名一无所知。综上来看，笔

者认为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一书的真实译者或

为一初学法文的无名之辈，因此对中外地理一无所

知；或为多人分篇，各译一节，故而前后译名

“音无定字”；再有甚者，这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也

不无可能。其最终结果就是经丁日昌整理之后此书

只署名为 “丁日昌督译”，而不写为何人所译。

五、结语

Ｖｏｙａｇｅ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ｅｎＩｎｄｏＣｈｉｎｅ出版仅两年
时间里就有相应的中文版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

译著成书，可见在当时中西交通已不是难事，只要

有心完全可以及时获得关于西方的最新情报。虽然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的翻译质量多有值得诟病之

处，但也反映出当时的译书活动已蔚然成风。自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开阜通商，再加之十数年的洋
务运动，国内已有相当数量的翻译人才，书中记载

的考察内容项目繁多，如所到之处的经纬度、日常

气温、矿产分布、山势河流、动植物资源、道路里

程、民族民俗、古迹遗址、农牧业生产以及各种产

品价格等等涉及各种专业知识，远不是只习八股的

旧式文人士大夫能通晓的，翻译之人当经过近代学

堂的全面教育才可胜任，这也说明洋务运动时的有

识之士对于当时的世界形势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

早已不是鸦片战争时自诩为 “天朝上国”却对外部

的世界茫然无知的迂腐官吏。

近代以来，随着殖民者的鲸吞蚕食，为救亡图

存计，国内有识之士纷纷认为 “求西洋之法，以

译书为第一义”［１３］，故而大量收集、翻译、出版西

文书籍，因而留下了相当数量的近代译著。纵观

《柬埔寨以北探路记》的整个成书、翻译和出版过

程不难发现，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外部冲击，

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内部打击，清政府中以洋务派

为代表的开明士人以及受其影响的一批先进知识分

子，将翻译西学书籍视为 “自强”的重要内容之

一。随着西学的深入，各种西学书籍又如同 《柬

埔寨以北探路记》一样被各地书坊辗转刊刻印刷，

受其影响的士人群体也日渐扩大。译书在特定的历

史环境下成为了思想启蒙的工具与探寻变革的政治

策略。清末的译书风潮孕育了近代中国的变革思

潮，在潜移默化之中对日后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着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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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民族区域自治的法治实践是多方面综合协同运

行的结果，对维护民族自治区域的秩序稳定与经济

发展，贯彻落实少数民族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也

是检验民族自治区域法治建设成效的重要方式，广

西壮族自治区在立法、司法以及执法方面均作出值

得肯定的成果，虽然在法治实践过程中存在部分具

体问题，引起我们对该自治区法治实践的反思。但

是以此为基点，通过科学立法提高立法针对性和操

作性、提高法律工作者业务能力以及建设法治政府

等措施对其问题予以规制完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在今后的法治实践深化助力，促使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法治实践朝着良法善治方向不断迈进，最终实现

法治广西、法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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